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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中新冠疫情科学信息传播效果与危机应对策略选择
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科学家群体相关热门微博文本的实证分析

■ 蒙胜军　 尚珏婷　 张帆　 杨帆　 刘蒙阙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摘　 要： ［目的 ／意义］从科学传播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影响新冠疫情期间科学信息传播效果相关因素，探索影响危机

回应选择的策略机制。 ［方法 ／过程］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 进行数据挖掘和抓取，将具有代表性的十名医学专家作为科学传

播信息来源对象，得到疫情期间科学信息的相关数据。 进一步结合内容分析法，使用 ＳＰＳＳ 数据处理软件对新冠

疫情期间科学信息传播与应对策略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传播效果与应对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模型。 ［结
果 ／结论］以视频为主的富媒体文本形式对于疫情科学信息传播效果至关重要；内容主题、发布主体、文本形式、内
容倾向与科学传播模式都与危机回应策略选择密切相关。 基于此，建议在运用科学信息进行危机回应时，要善于

运用视频等融媒体形式；在进行危机回应策略的选择时，需要考量文本特征选用不同科学传播模式，避免出现策

略选择失当造成应对效果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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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带来了重大的全球性

公共卫生危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要求“做好

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 ［１］。 作为一种新型的大规模流

行传染病，普通民众对于新冠肺炎的认识与如何进行

自我防护的了解较少，因而容易产生恐慌感和不确定

性。 在这种高风险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对陌

生的传染病充满疑惑，需要科学的知识与信息进行危

机回应，并纾解恐慌、稳定情绪。
　 　 不同于 ＳＡＲＳ 病毒大流行的时期，在新媒体语境

下，社交媒体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最主要途径［２］。 具

有丰富医学知识的科学家群体成为了实施积极的舆论

引导、进行科学传播与危机回应的主力军。 然而在具

体的科学传播实践中，科学信息常常并非是从科学家

直接流向公众，而是经由政务媒体、主流媒体或自媒体

的渠道，被建构与呈现给公众。 社交媒体平台上多元

主体让科学家群体更多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与舆论的聚

焦之下。 以微博为例，一方面平台的即时性、开放性方

便了科学家与民众交流与对话；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平

台不同于传统媒体的传播规律，如多元主体、不同的文

本组织形式等也给科学家带来了形象和信誉风险。 观

察此次新冠疫情流行阶段，科学家传播科学信息的声

音被社交媒体放大，钟南山、李兰娟和张文宏等专家的

言论频繁见诸媒体与政府发布会，对疫情防控等起到

了很好的引导作用；但是，也有一些科学家言论遭到舆

论的误解与质疑。 这说明，在新冠疫情这样的公共突

发事件中，科学信息的传播与针对疫情的危机回应还

存在问题，亟需进行相关研究。 鉴于此，本研究拟通过

实证分析，探究哪些因素影响科学信息传播，并且找到

提高政府、专业媒体和科学家群体危机回应策略选择

能力的方法，从而为更好进行科学传播实践，提高公众

科学素养，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危机提供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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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支持。

１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１． １　 科学传播内容与传播效果

　 　 近年来，由于公众科学素养不断提高，且社交媒体

为科学技术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平台，科学传

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１． １． １　 疫情科学信息传播的概念与模式

　 　 科学传播（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概念起源于英

国，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我国学界正式引入科学传播的概

念，在此之前，“科普”包含了中国语境中科学传播的

部分意涵。 关于科学传播的概念，佩林［３］ 做出了非常

简洁的定义：科学传播主要研究与科学相关的内容信

息从专业的科学从业者，流向非专业的受众的公共传

播过程。 孙文彬［４］对科学传播的定义则更倾向于从公

众参与的角度出发。 科学传播、风险传播和健康传播

在 ＳＡＲＳ 病毒传播等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常相互重

叠，贾鹤鹏等［５］对三者的研究议题进行了区分，指出科

学传播主要从社会学公民的角度展开研究。 张迪等［６］

进一步将科学传播分为两条路径，一种是科学共同体

内部的交流，另一种即科学组织或科学家与公众的对

话，社交媒体是勾连科学家与公众的重要渠道。
　 　 另外，从具体议题角度讲，科学教育、卫生健康、气
候变化、纳米技术、转基因食品、环境问题等都是科学

传播常见主题［７］。 其中，基于科学不确定性理念的传

染病危机是其中一个重要分支。 与其他科学信息传播

不同，疫情具有更强的“突发性” “紧急性”和“暴发

性” ［８］，会导致“公众的不确定性” ［９］，引发“信息疫情”
（ｉｎｆｏｄｅｍｉｃ）。
　 　 因此，本文将疫情科学信息传播界定为疫情相关

的内容信息从科学家流向公众的公共传播过程，并进

而从社会学与传播学交叉视角出发对疫情期间的科学

信息传播与公众社交媒体参与进行探讨。
　 　 疫情科学信息传播也遵循科学信息传播的基本模

式。 刘华杰［１０］总结了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式，分别是中

心广播模型、缺失模型和对话模型。 中心广播模型是

一种自上而下式的传播方式，偏重具体的知识和技术，
主要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 缺失模型由 Ｄ． Ｊｏｈｎ 提出，
该模型认为公众不支持科学是因为对科学事业不了

解，所以科学共同体需要让他们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
从而支持科学事业，这种模型指向的仍是一种单向度

的传播［１１］。 对话模型倡导政府和科学共同体应该鼓

励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这一模式更强调公众的主

体性［１２］。
１． １． ２　 社交媒体与疫情科学信息传播效果

　 　 社交媒体环境下的科学传播研究受到学界关注。
尤其在类似本次新冠疫情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社
交媒体成为了公众获取信息的第一手信息渠道［１３］ 与

主要渠道［１４］。 但是， Ｎ． Ｍ． ＬＥＥ 发现当前科学共同体

和政府对社交媒体的利用尚存在问题［１５］，而这种问题

主要以传播效果欠佳的现象表现出来。
　 　 传播效果测量主要是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层面。
余红等［１６］将科学传播微博文本的传播效果量化为样

本的转发、评论和点赞数的几何平均数。 金兼斌等［１７］

也认为新媒体环境下，转发数、点赞数和评论数三个指

标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传播效果。 综合以上，本
研究将转发数、点赞数和评论数作为疫情科学信息传

播效果的测量指标。
　 　 在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学界已进行了部

分探讨，以往研究也提出文本信息的微妙特征会影响

传播效果［１８］。 孙静等［１９］ 对微信平台的科学传播进行

分析，认为信息的内容、形式、时机以及传播模式会对

科学传播效果产生影响。 蔡雨坤［２０］ 也从传播主题、内
容类型和形式的角度出发对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行评

估。 匡文波等［２１］ 在研究微信公众号健康类公众号评

价指标体系时，验证了粉丝规模、话题选择、文章发布

位置、多媒体使用和趣味度是影响其效果的主要因素。
与微信平台类似，微博的文本特征也会影响其传播效

果。 刘晓娟等［２２］ 研究发现微博的主题、语言风格、形
式等是政务微博传播效果的显著影响因素。 同时，劝
服理论认为情感倾向强烈的信息更容易引起用户的关

注［２３］，因而鲜明的态度也可能相较于中立的陈述有更

好的传播效果。 同理，对科学传播模式的选取则是传

播者对科学与公众关系态度的具体表征，潜藏在文本

中的态度也可能对传播效果产生影响。
　 　 综合以上内容，并根据新冠疫情期间科学信息传

播的特征，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１：科学文本的发布主体对其传播效果具有正向

影响。
　 　 Ｈ２：科学文本的内容主题对其传播效果具有正向

影响。
　 　 Ｈ３：科学文本的形式对其传播效果具有正向

影响。
　 　 Ｈ４：科学文本的内容倾向对其传播效果具有正向

影响。
　 　 Ｈ５：科学文本所采取的科学传播模式对其传播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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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具有正向影响。
１． ２　 危机回应与应对策略

　 　 危机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对政府、企业和社会其他

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和破坏。 危机的暴

发虽然常常是不可预测的，且危机发生后要进行相应

的回应与应对。 近年来，世界各地暴发了一系列传染

病，如埃博拉、寨卡病毒、流感、登革热以及新冠疫情

等，疫情的暴发与扩散给整个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危

机。 在对疫情危机的回应中，面临着初始阶段治疗与

恢复的高度不确定性［２４］，因而疫情期间的信息传播是

一种对公共健康和安全至关重要的紧急危机传播［２５］。
　 　 针对疫情危机采取有效的传播战略非常重要［２６］。
借鉴危机传播理论中对危机回应策略的研究， Ｗ． Ｔ．
Ｃｏｏｍｂｓ［２７］将危机处理策略概括为“防卫 － 调节”框架，
防卫型策略是追求组织利益最大化，而调节型策略是

追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 在防卫和调节的坐标下，根
据维护组织自身利益的程度，他提出了否认型、淡化

型、重塑型和支持型四种危机回应和形象修复策略。
赖胜强等［２８］在研究政府网络舆情回应时，也借鉴了库

姆斯的危机回应策略，并对其进行了细化与补充。
　 　 在策略的选择上，新冠疫情作为一场重大的公共

卫生危机事件，需要政府、媒体和科学共同体对公众的

需求进行危机回应，而各类自媒体作为公众重要的信

息来源之一，其对新冠疫情危机做出的反应同样也有

研究意义。 不同主体由于其立场和背景不同，其选择

回应策略的倾向也存在不同。 王宇琦等［２９］ 在对天津

港爆炸事故的政府回应进行了分析后，认为政府需要

根据不同的危机情境采取不同的回应策略。 Ｍ． Ｊａｈｎｇ
和 Ｎ． Ｌｅｅ 则发现科学家在应对水污染危机时所采取

的危机应对策略与其所要反应的社会问题类型有

关［３０］。 由此，科学文本的内容主题对回应策略的选择

可能存在影响。 而有学者的研究认为，传播者危机回

应的态度［３１］与是否选用视觉文本［３２］，对科学信息危机

回应策略的选择存在一定影响。 从这一点出发，本文

推断科学文本的内容倾向与文本形式与回应策略的选

择有关。
　 　 新冠疫情期间媒体对科学家言论的转引或科学家

直接的表态都可以看作是其对疫情的宏观回应。 根据

对样本数据的观察结果，本研究参考 Ｗ． Ｔ． Ｃｏｏｍｂｓ 提

出的四种危机处理策略，对新冠疫情期间的文本数据

进行编码。 基于前人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６：科学文本的发布主体对其应对策略选择具有

正向影响。

　 　 Ｈ７：科学文本的内容主题对其应对策略选择具有

正向影响。
　 　 Ｈ８：科学文本的形式对其应对策略选择具有正向

影响。
　 　 Ｈ９：科学文本的内容倾向对其应对策略选择具有

正向影响。
　 　 Ｈ１０：科学文本所采取的科学传播模式对其应对

策略选择具有正向影响。
　 　 基于以上研究假设，本研究形成如图 １ 所示研究

模型：

图 １　 理论假设模型

２　 数据、变量与方法说明

２． １　 数据收集

　 　 在数据获取方面，本研究参考刘亚娟和展江［３３］ 的

研究成果，从官方媒体中涉及新冠肺炎疫情医疗专家

组成人员名单及媒体专访涉及科学家名单中节选前十

名专家作为科学传播信息来源对象。 以十名科学家的

姓名结合“新冠”“疫情”２ 个关键词组合对新浪微博文

本进行搜索。 十名科学家分别为：钟∗山、张∗宏、李
∗娟、王∗发、张∗宇、张∗礼、曾∗、高∗、刘∗、张
∗先。
　 　 本研究使用 Ｐｙｔｈｏｎ 对数据进行收集，数据搜索的

时间范围为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以
十名科学家专家的姓名结合“新冠”“疫情”２ 个关键词

组合对新浪微博文本展开爬取，对其发布主体、文本内

容、文本形式（有无视频）、转发数、点赞数和评论数进

行收集。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避免数据过量重复以及

可靠性和科学性，本研究对微博评论量数据获取进行

了限制———只关注评论量达到 １００ 条以上的相关内

容。 同时，采取人工筛查的方式对非科学信息的文本

进行剔除，以及人工编码的方式对数据进行类目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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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ｎｄ＿ｄａｔｅ ＝ ｄａｔｅｔｉｍｅ． ｓｔｒｐｔｉｍｅ（ｓｅｌｆ． ｅｎｄ＿ｄａｔｅ，

　 　 ′％ Ｙ⁃％ｍ⁃％ ｄ′） ＋ ｔｉｍｅｄｅｌｔａ（ｄａｙｓ ＝ １）

　 ｓｔａｒｔ＿ｓｔｒ ＝ ｓｔａｒｔ＿ｄａｔｅ． ｓｔｒｆｔｉｍｅ（′％ Ｙ⁃％ｍ⁃％ ｄ′） ＋ ′⁃０′

　 ｅｎｄ＿ｓｔｒ ＝ ｅｎｄ＿ｄａｔｅ． ｓｔｒｆｔｉｍｅ（′％ Ｙ⁃％ｍ⁃％ ｄ′） ＋ ′⁃０′

　 ｃｏｕｎｔ ＝ ０

　 ｆ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ｉｎ ｓｅｌ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ｌｉｓｔ：

　 　 ｉｆ ｎｏｔ ｓｅｌｆ．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ｇｅｔ（′ＲＥＧＩＯＮ′） ｏｒ ′全部′ ｉｎ ｓｅｌｆ．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ｇｅ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ｂａｓｅ＿ｕｒｌ ＝ ′ｈｔｔｐｓ： ／ ／ ｓ． ｗｅｉｂｏ． ｃｏｍ ／ ｗｅｉｂｏ？ ｑ ＝ ％ 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ｕｒｌ ＝ ｂａｓｅ＿ｕｒｌ ＋ ｓｅｌｆ． ｗｅｉｂｏ＿ｔｙｐｅ

　 　 　 ｕｒｌ ＋ ＝ ｓｅｌｆ． ｃｏｎｔａｉｎ＿ｔｙｐｅ

　 　 　 ｕｒｌ ＋ ＝ ′＆ｔｉｍｅｓｃｏｐｅ ＝ ｃｕｓｔｏｍ：｛｝：｛｝′． ｆｏｒｍａｔ（ｓｔａｒｔ＿ｓｔｒ， ｅｎｄ＿ｓｔｒ）

　 　 　 ｙｉｅｌｄ ｓｃｒａｐｙ． Ｒｅｑｕｅｓｔ（ｕｒｌ ＝ ｕｒｌ，

　 　 　 　 　 ｃａｌｌｂａｃｋ ＝ ｓｅｌｆ． ｐａｒｓｅ，

　 　 　 　 　 ｍｅｔａ ＝ ｛

　 　 　 　 　 　 ′ｂａｓｅ＿ｕｒｌ′： ｂａｓｅ＿ｕｒ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ｏｕｎｔ′： ｃｏｕｎｔ

　 　 　 　 　 ｝）

　 ｅｌｓｅ：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ｌｆ．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ｖａｌｕｅｓ（）：

　 　 　 ｂａｓｅ＿ｕｒｌ ＝ （

　 　 　 　 ′ｈｔｔｐｓ：／ ／ ｓ． ｗｅｉｂｏ． ｃｏｍ／ ｗｅｉｂｏ？ ｑ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１０００′

　 　 　 ） ． ｆｏｒｍａｔ（ｋｅｙｗｏｒｄ， ｒｅｇｉｏｎ［′ｃｏｄｅ′］）

　 　 　 ｕｒｌ ＝ ｂａｓｅ＿ｕｒｌ ＋ ｓｅｌｆ． ｗｅｉｂｏ＿ｔｙｐｅ

　 　 　 ｕｒｌ ＋ ＝ ｓｅｌｆ． ｃｏｎｔａｉｎ＿ｔｙｐｅ

　 　 　 ｕｒｌ ＋ ＝ ′＆ｔｉｍｅｓｃｏｐｅ ＝ ｃｕｓｔｏｍ：｛｝：｛｝′． ｆｏｒｍａｔ（ｓｔａｒｔ＿ｓｔｒ， ｅｎｄ＿ｓｔｒ）

　 　 　 ＃ 获取一个省的搜索结果

　 　 　 ｙｉｅｌｄ ｓｃｒａｐｙ． Ｒｅｑｕｅｓｔ（ｕｒｌ ＝ ｕｒｌ，

　 　 　 　 ｃａｌｌｂａｃｋ ＝ ｓｅｌｆ． ｐａｒｓｅ，

　 　 　 　 ｍｅｔａ ＝ ｛

　 　 　 　 　 ′ｂａｓｅ＿ｕｒｌ′： ｂａｓｅ＿ｕｒ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 ｃｏｕｎｔ

　 　 　 　 ｝）

２． ２　 变量选择与测量

２． ２． １　 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包括疫情期间科学信息的发布主

体、内容主题、内容倾向、文本形式和科学传播模式。
发布主体方面，本文依据搜集到的数据情况，将其划分

为政府官方、科学共同体、自媒体和主流媒体四类，其
中科学共同体主要为科学家群体、医学类教职人员和

在读硕博研究生集体及科研机构的官方自媒体［３４］。

政府官方为认证过的政务微博。 主流媒体的划分根据

齐爱［３５］和刘帅等［３６］学者的研究，定义为中央级媒体和

相应的省地级媒体及专业化市场媒体等的微博账号。
自媒体则为其他有微博黄 Ｖ 认证的账号，且具有一定

的粉丝基础。 内容主题参照杨志萍，胡卉［３７］ 对疫情期

间信息内容的分类，分为病理诊疗知识、防护知识、疫
情发展状况与趋势、心理援助与法律支持、法律规范问

题、辟谣和其他等七类。 内容倾向方面则根据文本内容

的具体情况分为积极、中立和消极三类。 文本形式参照

是否有视频来进行衡量。 科学传播模式方面，参照刘华

杰对中国科学模式的总结分为中心广播模型、缺失模型

和对话模型。 而对科学传播的操作化定义，则参考吴琦

来等［３８］根据传播内容的不同侧重来进行编码。
２． ２． ２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根据疫情期间的科学信息传播效

果和应对策略进行选择。 其中，在传播效果的测量方

面，根据新浪微博的特点，选取转发数、点赞数和评论

数作为衡量传播效果的指标。 参考周勇和陈慧茹［３９］

的研究将其赋予权重 ０． ５、０． ３ 和 ０． ２，同时为了避免数

据偏离过大，对数据进行对数处理，所以传播效果计算

公式为：
　 　 传播效果 ＝ ｌｎ（０． ５ × 转发数 ＋ ０． ３ × 点赞数 ＋ ０． ２
× 评论数） 公式（１）
　 　 应对策略方面，依照前文 Ｗ． Ｔ． Ｃｏｏｍｂｓ 的分类将

其分为否认型策略、淡化型策略、重塑型策略、支持型

策略和无回应策略。
２． ３　 编码及检验

　 　 本研究由四位编码员对清洗后的 ７８４ 条微博文本

进行编码，具体的变量和编码情况如表 １ 所示。 事先

对研究员进行自变量操作化培训，并抽取 ５０ 条微博文

本进行预编码。 四名编码员在互不干扰的情况下对文

本样本进行编码，采用霍尔斯提公式编码公式检验编

码的信度。 预编码检验结果如下：传播主体、内容主

题、有无图片、有无视频的编码者间信度为 １；内容倾

向编码者间信度为 ０． ９３，科学传播模式编码者间信度

为 ０． ９６，应对策略编码者间的信度为 ０． ９１，编码员的

分类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

３　 数据分析及结果

３． １　 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本文对 １０ 位科学家相关微博共计 ７８４ 条进行了

分类与编码。 通过对研究样本数量及占比的统计，得
到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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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本研究相关变量赋值情况汇总

变量名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分类变量的编码

发布主体 发布微博账号性质 多分类变量 １：政府官方；２：科学共同体；３：自媒体；４：主流媒体

内容主题 微博文本涉及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内容 多分类变量 １：病理诊疗知识；２：防护知识：３：疫情发展状况与趋势；４：心理援助与支持；
５：法律规范问题；６：辟谣：７：其他

内容倾向 微博文本的情绪倾向 有序分类变量 ０：消极；１：中立：２：积极

文本形式（视频） 发布微博有无视频 二分类变量 ０：无；１：有

科学传播模式 发布微博的科学传播话语模式 多分类变量 １：中心广播模型；２：缺少模型；３：对话模型

应对策略 发布微博回应公众的策略 多分类变量 １：否认型策略；２：淡化型策略；３：重塑型策略：４：支持型策略；５：无回应策略

传播效果 转发、评论和点赞的综合数据 连续型数值变量

表 ２　 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Ｎ ＝７８４）

变量分类 个案数 百分比 ／ ％

内容主题 病理诊疗知识 ８０ １０． ２

防护知识 ９１ １１． ６１

疫情发展状况 ２３１ ２９． ４６

心理援助与支持 １８２ ２３． ２１

法律规范问题 ４６ ５． ８７

辟谣 ４１ ５． ２３

其他 １１３ １４． ４１

发布主体 政府官方 ２０ ２． ５５

科学共同体 ５ ０． ６４

自媒体 ２４１ ３０． ６１

主流媒体 ５１８ ６６． ２

文本形式（视频） 无 ３５１ ４４． ７７

有 ４３３ ５５． ２３

内容倾向 消极 ７１ ９． ０６

中立 ３８７ ４９． ３６

积极 ３２６ ４１． ５８

科学传播模式 中心广播模型 １３５ １７． ２２

缺失模型 ３９７ ５０． ７７

对话模型 ２５２ ３２． ０１

应对策略 否认型策略 ２３ ２． ９３

淡化型辩解策略 １７８ ２２． ７

重塑型重建策略 １１９ １５． １８

支持型策略 ４０９ ５２． １７

无回应策略 ５５ ７． ０２

　 　 由表 ２ 可见，疫情期间科学信息的传播主题以疫

情发展状况和心理援助与支持为主，分别占比２９． ４６％
和 ２３． ２１％ 。 这表明在疫情期间，对于当前环境的监测

与紧张心理的调适，是科学传播希望达到的一个重要

目的。 而根据不同科学家关注的领域不同，几位科学

家相关微博内容主题侧重也有一定区别，比如法医刘

∗的相关微博信息主题中，病理诊疗知识较多；而在某

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宇的相关微博中，关于心理援

助与支持的内容较多。 在传播主体方面，主流媒体扛

起了疫情期间科学传播的大旗，以各类主流媒体为发

布主体的信息占比约 ６６． ２％ ；自媒体也表现比较活

跃，发布的信息占比约 ３０． ６１％ 。 而政府官方与科学共

同体则更习惯于借助主流媒体来发声，其直接发声的

情况较少。 在文本形式的丰富度上，５５． ２３％的微博则

采取了视频的形式，短视频已经成为新冠疫情科学信

息传播的重要形式之一。 在内容倾向方面，科学信息

的传播以中立和积极的内容为主，占比约 ４９． ３６％ 和

４１． ５８％ 。 科学传播模式方面，以缺失模型为主，占比

约 ５０． ７７％ ，其次是对话模型，占比约 ３２． ０１％ ，而简单

的中心广播模型在本次疫情信息传播中仅占比

１７． ２２％ ，这表明疫情期间的科学传播模式有一定的进

步。 应对策略则以支持型为主要方式，占比 ５２． １７％ ；
其次是淡化型辩解策略和重塑型重建策略，分别占比

２２． ７％和 １５． １８％ ，而使用粗暴的否认和威慑的否认式

策略占比较少，仅 ２． ９３％ 。 还有约 ７． ０２％ 的信息并没

有采取回应策略。
３． ２　 相关性分析

　 　 鉴于文本特征是无序分类变量，而传播效果是连

续型数值变量，故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来验证变量之

间的相关性。 结果显示：文本的内容主题、内容倾向和

科学传播模式都与传播效果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ｐ ＞
０． ０５）。 而发布主体和文本形式（有无视频）与传播效

果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可以进入回归分析（ｐ ＜ ０． ０５），
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传播效果相关分析结果

内容类目 Ｆ Ｓｉｇ

内容主题 １． ２７９ ０． ２６５

发布主体 ６． ５５４ ０． ０００∗∗∗

文本形式（有无视频） ４． ５８９ ０． ０３２∗

内容倾向 １． ３６４ ０． ２５６

科学传播模式 １． ２９３ ０． ２７５

　 　 注：∗表示在 ０． ０５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表

示在 ０．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

　 　 文本特征与应对策略均为分类变量，本文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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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检验来验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检验结果表明：
文本的内容主题、发布主体、文本形式、内容倾向和科

学传播模式都与应对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ｐ ＜ ０． ００１），如表 ４ 所示。 因此，各变量均可进入回归

方程进行回归分析。
表 ４　 应对策略相关分析结果

类目 卡方值 自由度 Ｓｉｇ

内容主题 ３７１． ８２８ ２４ ０． ０００∗∗∗

发布主体 ８９． ８０９ １２ ０． ０００∗∗∗

文本形式（有无视频） ６２． １４２ ４ ０． ０００∗∗∗

内容倾向 １９８． ７２５ ８ ０． ０００∗∗∗

科学传播模式 １２８． ６７２ ８ ０． ０００∗∗∗

　 　 注：∗表示在 ０． ０５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表

示在 ０．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

３． ３　 回归分析

３． ３． １　 文本特征对传播效果的影响

　 　 本研究为了验证新冠疫情期间科学文本特征对传

播效果的影响情况，根据数据类型特点，采用了多元线

性回归方法进行分析。 残差正态性检验 Ｐ⁃Ｐ 图（见图

２）显示，数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 残差独立性检验 ｄｗ
值为 １． ４９４，基本可以确认残差间独立。 ＶＩＦ ＝ １，自变

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图 ２　 回归标准化残差的正态 ｐ⁃ｐ 图

　 　 回归分析发现，文本形式（有无视频）对传播效果

具有显著的影响（ｐ ＜ ０． ０５），研究假设 ３ 得到了验证。
而发布主体等却对传播效果没有显著影响。 假设 １、
２、４ 和 ５ 没有得到验证。 这说明，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科学信息传播文本的多媒体化对传播效果具有显

著影响，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文本特征对传播效果影响的回归结果（Ｎ ＝７８４）

系数ａ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Ｂ 标准误差 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Ｂ 的 ９５． ０％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发布主体 － ． １７０ ． ３４４ － ． ０１８ － ． ４９３ ． ６２２ － ． ８４６ ． ５０６

文本形式（有无视频） － ． ５１６ ． １７３ － ． １６９ － ２． ９９２ ． ００３∗∗ － ． ８５５ － ． １７８

　 　 注：ａ． 因变量： 传播效果 ＝ ｌｎ（０． ５ × 转发 ＋ ０． ３ × 点赞 ＋ ０． ２ × 评论）； ｂ． ∗表示在 ０． ０５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０．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

３． ３． ２　 文本特征对应对策略选择的影响

　 　 本研究为了验证新冠疫情期间科学文本特征对应

对策略选择的影响情况，以“无回应策略”为参考，设
置哑变量，并采用无序多分类逻辑回归分析，整体模型

拟合较好（ｐ ＜ ０． ００１），似然比检验中各个变量均显著

（ｐ ＜ ０． ０５），模型系数具体结果见表 ６。
　 　 分析结果显示：文本的各项特征确实和应对策略

的选择相关，假设 ６、７、８、９ 和 １０ 均得到部分验证。
　 　 在否认型策略的选择上，内容主题为疫情发展状

况与趋势的文本对否认型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Ｂ ＝ － ２． ６２８，ｐ ＜ ０． ０５），即政府、媒体、科学共同

体或自媒体在向公众报道疫情的一些现实状况时，面
对可能的舆情出现，较少选择否认型策略；而科学传播

模式中的缺失模型对否认型策略的选择则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Ｂ ＝ １． ５２５，ｐ ＜ ０． ０５），也就是说，当传播者

认为受众缺乏相应的科学素养时，更青睐采用强硬地

否定态度来进行科学信息的回应。
　 　 在重塑型策略的选择上，多种内容主题均会产生

正向影响，防护知识（Ｂ ＝ ２． ７４６，ｐ ＜ ０． ０５）、疫情发展

状况与趋势（Ｂ ＝ １． ８９７，ｐ ＜ ０． ０５）、心理援助与支持（Ｂ
＝ ２． ５４４，ｐ ＜ ０． ０５）和法律规范问题（Ｂ ＝ １． ９１２，ｐ ＜
０． ０５）都与重塑型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相关性，说明多

样化内容有助于厘清事实；发布主体方面，主体为自媒

体的 文 本 与 重 塑 型 策 略 呈 现 负 相 关 关 系 （ Ｂ ＝
－ ２． １０６，ｐ ＜ ０． ００１），即自媒体较少使用重塑型策略；
在文本形式方面， 无视频与重塑型策略呈现负相关关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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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文本特征对应对策略选择影响的回归结果（Ｎ ＝７８４）

Ｂ 显著水平 ＯＲ 值
９５％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否认型策略 病理诊疗知识 －１５． ９９３ ． ９８８ １． １３３Ｅ －００７ ． ０００ ． ｂ

防护知识 －１． ５１５ ． ２５２ ． ２２０ ． ０１６ ２． ９４３

疫情发展状况与趋势 －２． ６２８ ． ００８∗∗ ． ０７２ ． ０１０ ． ５０６

心理援助与支持 ． １８７ ． ８３６ １． ２０６ ． ２０５ ７． １０３

法律规范问题 －１５． ６２１ ． ９８５ １． ６４５Ｅ －００７ ． ０００ ． ｂ

辟谣 １６． ３２５ ． ９９３ １２ ２９７ ０２０． ６７７ ． ０００ ． ｂ

其他 ０ｃ ． ． ． ．

政府官方 １． ４３１ １． ０００ ４． １８３ ． ０００ ． ｂ

科学共同体 －２０． ５７１ ． １． １６５Ｅ －００９ １． １６５Ｅ －００９ １． １６５Ｅ －００９

自媒体 －１． １８５ ． ０９５ ． ３０６ ． ０７６ １． ２２７

主流媒体 ０ｃ ． ． ． ．

无视频 － ． ４３１ ． ５７０ ． ６５０ ． １４７ ２． ８７３

有视频 ０ｃ ． ． ． ．

消极 １６． １２４ ． ９８１ １０ ０６１ ２２９． ５０５ ． ０００ ． ｂ

中立 １５． ８４４ ． ９８１ ７ ６０３ ３０８． ２９６ ． ０００ ． ｂ

积极 ０ｃ ． ． ． ．

中心广播模型 ． １７７ ． ８３６ １． １９３ ． ２２５ ６． ３３３

缺失模型 １． ５２５ ． ０４０∗ ４． ５９３ １． ０７６ １９． ６１２

对话模型 ０ｃ ． ． ． ．

淡化型策略 病理诊疗知识 １． ５７０ ． ０５８ ４． ８０７ ． ９４７ ２４． ４０３

防护知识 ２． ７４６ ． ００２∗∗ １５． ５８５ ２． ８５７ ８５． ０１３

疫情发展状况与趋势 １． ８９７ ． ００７∗∗ ６． ６６８ １． ６７５ ２６． ５４３

心理援助与支持 ２． ５４４ ． ００２∗∗ １２． ７２４ ２． ５２７ ６４． ０７９

法律规范问题 １． ９１２ ． ０１９∗ ６． ７６７ １． ３７１ ３３． ４０１

辟谣 １７． ７８４ ． ９９２ ５２ ８７８ ３８７． ５５３ ． ０００ ． ｂ

其他 ０ｃ ． ． ． ．

政府官方 １４． ５５８ ． ９９６ ２ １００ ４１１． ０７７ ． ０００ ． ｂ

科学共同体 －３． １１６ ． ０７４ ． ０４４ ． ００１ １． ３５２

自媒体 －２． １０６ ． ０００∗∗∗ ． １２２ ． ０５５ ． ２７１

主流媒体 ０ｃ ． ． ． ．

无视频 －１． ５４２ ． ００３∗∗ ． ２１４ ． ０７６ ． ５９９

有视频 ０ｃ ． ． ． ．

消极 －１． ３７９ ． ０１４∗ ． ２５２ ． ０８４ ． ７５８

中立 ． ５２５ ． ２５２ １． ６９０ ． ６８９ ４． １５０

积极 ０ｃ ． ． ． ．

中心广播模型 －３． ０１８ ． ０００∗∗∗ ． ０４９ ． ０１６ ． １５３

缺失模型 － ． １９１ ． ７０７ ． ８２６ ． ３０５ ２． ２４０

对话模型 ０ｃ ． ． ． ．

重塑型策略

病理诊疗知识 １５． ５６６ ． ９８７ ５ ７５４ ９８７． ６６５ ． ０００ ． ｂ

防护知识 １８． １７１ ． ９８５ ７７ ８８３ １９７． ２６０ ． ０００ ． ｂ

疫情发展状况与趋势 １６． ３７１ ． ９８６ １２ ８７５ ２０８． ５８９ ． ０００ ． ｂ

心理援助与支持 １９． ６１９ ． ９８３ ３３１ ５６４ ３３４． ５３６ ． ０００ ． ｂ

法律规范问题 －１． ４１９ ． ９９９ ． ２４２ ． ０００ ． ｂ

辟谣 ３１． ３９０ ． ９８７ ４２ ９１８ １４７ ６９６ ３２６． ４８４ ． ０００ ． ｂ

其他 ０ｃ ． ． ． ．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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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显著水平 ＯＲ 值
９５％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政府官方 １５． ７５９ ． ９９５ ６ ９７９ ８０２． ２４２ ． ０００ ． ｂ

科学共同体 －１． １８９ ． ４９７ ． ３０５ ． ０１０ ９． ４１４

自媒体 －１． ８５５ ． ０００∗∗∗ ． １５６ ． ０６０ ． ４０９

主流媒体 ０ｃ ． ． ． ．

无视频 －１． ６６０ ． ０２３ ． １９０ ． ０４５ ． ７９５

有视频 ０ｃ ． ． ． ．

消极 －３． ３１２ ． ０００∗∗∗ ． ０３６ ． ００７ ． １９８

中立 － ． ２４６ ． ６５０ ． ７８２ ． ２７１ ２． ２５９

积极 ０ｃ ． ． ． ．

中心广播模型 －５． １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６ ． ００１ ． ０２４

缺失模型 －１． ５７１ ． ００５∗∗ ． ２０８ ． ０６９ ． ６２６

对话模型 ０ｃ ． ． ． ．

支持型策略

病理诊疗知识 － ． ３１６ ． ６３０ ． ７２９ ． ２０２ ２． ６３５

防护知识 ． ６５０ ． ３５４ １． ９１６ ． ４８４ ７． ５７５

疫情发展状况与趋势 － ． ２９５ ． ５７８ ． ７４５ ． ２６４ ２． １０２

心理援助与支持 ． ４４５ ． ５０５ １． ５６０ ． ４２２ ５． ７６３

法律规范问题 －１． ８６４ ． ０１６∗ ． １５５ ． ０３４ ． ７０６

辟谣 １５． ８７８ ． ９９３ ７ ８６９ １２０． ４９６ ． ０００ ． ｂ

其他 ０ｃ ． ． ． ．

政府官方 １５． ２５７ ． ９９６ ４ ２２５ ３４３． ９２９ ． ０００ ． ｂ

科学共同体 －３． ３７８ ． ０４１ ． ０３４ ． ００１ ． ８６６

自媒体 －１． ３０１ ． ０００∗∗∗ ． ２７２ ． １３１ ． ５６６

主流媒体 ０ｃ ． ． ． ．

无视频 －２． ０２１ ． ０００∗∗∗ ． １３２ ． ０５４ ． ３２５

有视频 ０ｃ ． ． ． ．

消极 －１． ５８４ ． ００２∗∗ ． ２０５ ． ０７６ ． ５５６

中立 ． ４７９ ． ２６４ １． ６１４ ． ６９６ ３． ７４２

积极 ０ｃ ． ． ． ．

中心广播模型 －１． ３４２ ． ００９∗∗ ． ２６１ ． ０９５ ． ７１９

缺失模型 ． ９８８ ． ０４２∗ ２． ６８６ １． ０３５ ６． ９７１

对话模型 ０ｃ ． ． ． ．

　 　 注：∗表示在 ０． ０５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０．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

系（Ｂ ＝ － １． ５４２，ｐ ＜ ０． ０５），即没有视频对现实情况的

呈现不利于谣言破除和信心重建；在内容倾向方面，消
极的情绪与重塑型策略的选择呈现显著的负向相关关

系（Ｂ ＝ － １． ５８４，ｐ ＜ ０． ０５），即越多消极情绪越不利于

公众信心重建；在科学传播模式方面，中心广播模型与

重塑型策略的选择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Ｂ
＝ － ３． ０１８，ｐ ＜ ０． ００１），即当传播者将受众当作被动的

接收者与服从者时，其越少去重视重塑自身的形象。
　 　 在淡化型策略的选择上，发布主体中自媒体与淡

化型策略呈现负相关关系（Ｂ ＝ － １． ８５５，ｐ ＜ ０． ００１），
即自媒体发声很少出于淡化问题的目的而发声；在文

本形式方面，无视频与淡化型策略呈现负相关关系（Ｂ
＝ － １． ６６０，ｐ ＜ ０． ０５），即没有视频真相不利于对舆情

信息的淡化处理；在内容倾向方面，消极倾向与淡化型

策略的选择呈现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Ｂ ＝ － ３． ３１２，ｐ
＜ ０． ００１），即消息内容越消极，越不能不予置评、不作

回应；在科学传播模式方面，中心广播模型和缺失模型

与淡化型策略的选择之间具有显著负向相关关系（Ｂ
＝ － ５． １５５，Ｂ ＝ － １． ５７１，ｐ ＜ ０． ０５），即官方或权威科普

教育信息发布越多，越不能对舆情进行淡化处理。
　 　 在支持型策略的选择上，法律规范问题的内容主

题与支持型策略呈现负向相关关系（Ｂ ＝ － １． ８６４，ｐ ＜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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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５），即法律法规问题不能作为支持公众观点的材

料；发布主体中科学共同体和自媒体与支持型策略均

呈现负向相关关系（Ｂ ＝ － ３． ３７８，Ｂ ＝ － １． ３０１，ｐ ＜ ０．
０５），即越是科学家及自媒体，越不轻易赞同和支持舆

论观点；在文本形式方面，无视频与支持型策略呈现负

相关关系（Ｂ ＝ － ２． ０２１，ｐ ＜ ０． ００１），即没有视频的内

容较不易支撑舆论观点；在内容倾向方面，消极的倾向

与支持型策略的选择呈现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Ｂ ＝
－ １． ５８４，ｐ ＜ ０． ０５），即越消极的内容越不能支持舆论

观点；在科学传播模式方面，中心广播模型与支持型策

略的 选 择 之 间 具 有 显 著 的 负 向 相 关 关 系 （ Ｂ ＝
－ １． ３４２，ｐ ＜ ０． ０５），说明当公众被视为被动接受者时，
传播者较少去支持公众舆论观点。 而缺失模型与支持

型策略的选择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 Ｂ ＝
０． ９８８，ｐ ＜ ０． ０５），表明即使公众被认为缺乏科学素养，
传播者出于各种考虑，也愿意对公众观点进行支持性

与针对性的回应。

４　 结论与讨论

４． １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从危机传播视角考察科学传播的效果与应

对问题。 在科学传播和危机传播交叉的理论框架下研

究新冠疫情危机中文本内容对科学传播的效果与应对

策略选择影响机制，是针对现有研究缺乏科学传播内

容文本对传播效果和应对策略选择相关成果的补充和

进一步完善。
　 　 本研究分析了科学传播内容文本对其传播效果的

影响机制，进一步验证了新冠疫情等突发性公共事件

中短视频等“现场直播”式的在场感对公众更具吸引

力。 视频类科学传播内容主要表现为科普博主、知名

自媒体等不同形式，通常以知识分享为主要内容。 疫

情期间，以科学家为意见领袖的短视频内容既发挥了

科普疫情信息的作用，又发挥了引导公众的作用，其传

播效果影响最大。 研究结论也说明短视频内容创作

中，优质传播内容的权威性和真实性最为重要，其对破

除谣言和引导公众具有一锤定音的重要作用。
　 　 同时，本研究还分析了科学传播内容的主题、主
体、形式、倾向和传播模式对危机应对策略选择的作用

机制。 结果表明，主题类型、主体类型、内容形式、态度

倾向和传播模式都对应对策略选择具有不同影响（见
图 ３）。
　 　 具体而言，首先，政府、主流媒体、自媒体等都倾向

于通过权威信息对缺乏科学素养的公众采取否定态度

图 ３　 修正后的理论模型

来回应相关问题。 也就是说，传播有关疫情假消息的

群体最容易受到媒体批判和否定。 这既与疫情防控的

政策相符，也说明了科学传播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

作用。
　 　 其次，政府、主流媒体等倾向于通过多样化主题内

容来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形象重塑，但没有视频、消极

情绪和中心广播式的传播不利于形象重塑。 也就是

说，面对疫情，及时提供多元权威信息和政策措施最为

重要，其他假消息、缺乏对话的传播等最伤害公众防疫

信心和政府形象重构。
　 　 第三，政府、主流媒体针对疫情引发的相关舆情应

通过有图有真相的权威信息积极快速处理，而不能任

由自媒体上消极消息的传播与蔓延。
　 　 第四，政府、主流媒体除了针对相关法律法规问

题，在其他疫情相关信息的应对处理中，都愿意并可以

支持和回应公众质疑，但消极情绪、无视频的内容达不

到支持公众观点、回应公众质疑的目的。
　 　 总之，以上结果表明：政府和主流媒体通过权威多

元的科学视频内容，积极主动回应相关质疑、否定不实

信息、重塑政府形象对于疫情防控中的舆情应对最为

有效；同时，假消息传播、消极情绪蔓延以及缺乏对话

的沟通传播模式不利于疫情防控和舆情应对。
　 　 以上实证结果可以提供以下几点实践启示：
　 　 （１）政府主管部门在进行危机回应时，应尽量使

用短视频等富媒体文本来扩大回应的传播影响力。
　 　 （２）在重大公共危机应对时，首先不能轻易否定

相关信息；其次，应多使用专业权威内容、法律和心理

援助等重塑政府权威，稳定公众情绪；最后，对于涉及

法律法规问题，应积极应对，正面回应，甚至果断采取

必要措施，否则有可能鼓励和助长负面认知和行为，不
利于法制建设。
　 　 （３）在重大公共危机应对时，自媒体发声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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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公众信心，今后应建立权威专业的科普媒体平台，
扩大科学声音，形成权威意见领袖。
　 　 （４）在重大公共危机应对时，应采取文字、图片、
视频等多种融合形式传播科学信息，有利于形成信息

高地，掌握危机应对话语权，便于及时化解危机和

风险。
　 　 （５）在重大公共危机应对时，还应该多采用积极

乐观内容引导公众。
　 　 （６）科学传播模式对应对策略选择具有不同影

响。 因此，在重大公共危机应对时，应采用权威信息，
采用沟通式话语而少用命令式语态传播科学内容，这
有利于形成科学共识，重拾公众信心。
４． ２　 局限及展望

　 　 本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由于新冠疫情

期间相关科学传播信息过于庞杂，且疫情长尾阶段过

于冗长，本研究所抽取的样本量相对较少；同时，在应

对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中，本研究仅探索了文本

特征层面对危机回应策略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其他因

素。 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增加新的现实性的因素进行分

析。 最后，本研究没有对不同主体选用应对策略的效

果或者适用程度进行进一步分析，这也是未来研究可

以拓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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